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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①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校区历史系 黄宗智

摘要：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全国讨论沸沸扬

扬，其中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推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提倡土地的大量流转，以为

借此可以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其所用的口号“家庭农场”是来自美

国的修辞，背后是对美国农业的想象。本文论证，这是个不符合世界农业经济史所

展示的农业现代化经济逻辑的设想，它错误地试图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国模式于

“人多地少”的中国，错误地使用来自机器时代的经济学于农业，亟需改正。它也是

对当今早已由企业型大农场主宰的美国农业经济实际的误解。美国农业现代化模式

的主导逻辑是节省劳动力，而中国过去 30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

化”“小而精”模式的关键则在节省土地。美国的“大而粗”模式不符合当前中国农

业的实际，更不符合具有厚重传统的关于真正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的理论洞见。中

国近30年来已经相当广泛兴起的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真正的家庭农场才是中国

农业正确的发展出路。

关键词：人地关系 美国“大而粗”农业模式 中国“小而精”农业模式 适度

规模 小农经济理论

中共中央于 2013 年年初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全国讨论沸沸扬

扬，其中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推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提倡土地的大量流转，以

为借此可以同时提高劳动效率和土地生产率。其所用的口号“家庭农场”是来自

美国的修辞，背后是对美国农业的想象。本文论证，这是个不符合世界农业经济

史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经济逻辑的设想，它错误地试图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国

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国，错误地使用来自机器时代的经济学于农业，亟需改

正。它也是对当今早已由企业型大农场主宰的美国农业经济实际的误解。美国农

业现代化模式的主导逻辑是节省劳动力，而中国过去 30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劳

动和资本双密集化”“小而精”模式的关键则在节省土地。美国的“大而粗”模

① 本文载《开放时代》 2014年第 2期（3月）：第 176~194页。感谢白凯、高原和张家炎的帮助、批

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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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符合当前中国农业的实际，更不符合具有厚重传统的关于真正的小农经济家

庭农场的理论洞见。中国近30年来已经相当广泛兴起的适度规模的、“小而精”

的真正的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出路。

美国式的工业化农业模式将会把不少农民转化为农业雇工，压低农业就业机

会，最终消灭中国农村社区，是一条既与中国历史也与中国现实相悖的道路。而

中国过去 30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小而精”农业现代化模式则是个维护真正的适

度规模小家庭农场，提供更多的农业就业机会，并可能逐步稳定、重建农村社区

的道路。未来，它更可能会成为获得更高收益并为人民提供健康食物的同样是

“小而精”的绿色农业道路。

一、农业现代化历史中的两大模式：地多人少vs.人多地少

农业经济学者速水优次郎（Yujiro Hayami）与其合作者拉坦（Vernon Rut-

tan）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做了大量的计量经济研究，用数据来比较世界上一些

重要国家的不同农业现代化历史经历。他们搜集和计算的数据包括关于本文主题

人地关系与现代化模式的数据，用小麦等量来比较1880~1970年将近一个世纪中

的单位面积和单位劳动力产量演变，并计算出不同的单位劳动力的拖拉机使用量

和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总体来说，他们的计量工作做得相当严谨，可信度较

高，但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理论概念和数据过于繁杂，没有清晰地突出人地关

系方面的数据，更没能有针对性地阐释明白这些关键数据的含义。（Hayami and

Ruttan，1971，数据见附录 A，B，C：309~347；1985，数据见附录 A，B，C：

447~491） 之后，他们的数据曾被丹麦农业经济理论家博塞拉普 （Boserup，

1983：401；亦见 1981：139）重新整理和总结。由于博氏长期以来特别关注人

地关系与技术变化之间的关联（Boserup，1965、 1981），她特别突出了这方面的

数据，但遗憾的是，她的这篇论文论述的是全球各地有史以来不同时期的农业经

济历史轮廓，处理议题太多，因此也没有从这些数据中提炼出鲜明的、有针对性

的概念（Boserup，1983：数据和整理见第401页；亦见1981：139）。其后，“文

化生态”理论家内汀（Robert McC. Netting）注意到博塞拉普整理出的数据的重

要性，特地在其著作的导论中转引了整个表，正确地突出了小规模，相对劳动集

约化的小家庭农场的重要性，但他关心的重点不是农业经济而是农业社会的“文

化生态”，也没有能够清晰地说明那些数据的经济逻辑。（Netting，1993：数据见

第 25页）为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重新检视速水优次郎和拉坦四十多年前所提

出的数据，进一步说明其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历史中的两大代表性模型。兹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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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键数据表列于下。为了更清晰地突出这些数据所包含的理论含义，讨论将先

集中于美国和日本的比较，然后才讨论英格兰、丹麦、法国、德国和印度的数

据，并进入笔者添加的中国数据。

表1 七个东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人地关系和生产技术的演变，1880年、1970年

中国*：相关数据计算方法和出处见附录。

出处：Boserup，1983：401；1981：139；Hayami and Ruttan，1971：309~347，附录A、

B、 C；Hayami and Ruttan，1985：447~491，附录A、B、 C；Netting，1993：25。

显而易见，美国经历代表的是一个地多人少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表1

所列出的1880~1970年的90年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土地资源

（相对劳动力）特别丰富：1880年美国每一个男劳动力种地375亩（25公顷），日

本则是 15亩（1公顷），是 25∶1的比例。之后，美国主要是通过机械使用来进

一步扩大每个劳动力所耕种的面积。1970年，其机械使用是日本的45倍，平均

每一个男劳动力一台拖拉机，而日本则是 45个男劳动力才一台。伴之而来的首

先是每个劳动力所种面积的悬殊差别：到1970年，美国一个男劳动力种2475亩

地，日本才30亩，是82.5∶1的比例。美国农业那样的要素组合意味的是，每个

劳动力产量（以小麦等数计算），亦可以说是“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日本，并在

这期间显著提高，在 1880年是日本的 6.5倍，到 1970年达到 10倍的幅度。但其

单位土地产量则较低，到 1970年只是日本的 1/10。从劳动力和土地的配合角度

来说，美国的模式是比较粗放的，单位劳动力用地较多，单位面积用劳动力较

少，因此其单位劳动力产量较高，但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较低。我把这样的农业和

美国

英格兰

丹麦

法国

德国

日本

印度

中国*

平均每个男劳动力

耕种面积（公顷）

1880年

25

17

9

7

6

1

—

1.5

1970年

165

34

18

16

12

2

2

0.7

每公顷产量

（1吨小麦等量）

1880年

0.5

1

1

1

1

3

—

1.7

1970年

1

3

5

4

5

10

1

2.7

每个男劳动力产量

（1吨小麦等量）

1880年

/

/

/

/

/

/

/

/

1970年

89

258

223

241

400

386

13

157

每公顷用化

肥量（千克）

每台拖拉机相对

男劳动力数量

1880年

13

16

11

7

8

2

—

2.6

1970年

157

88

94

60

65

16

2

1.9

1880年

/

/

/

/

/

/

/

/

1970年

1

—

2

3

—

45

2600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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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现代化道路称作“大而粗”的种植模式。

反过来说，日本所代表的则是相对人多地少的模式。其每个劳动力所耕种面

积在1880年是美国的1/25，到1970年则仅仅是其1/82.5。其每个劳动力的产量在

1880 年是美国的 1/6.5，到 1970 年也仅是美国的 1/10。但是，其每亩的产量在

1880年是美国的6倍，在1970年则达到美国的10倍。从劳动力和土地的配合来

说，日本的模式是比较“劳动力密集型”的，因此其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较高，但

因为每个劳动力用地较少，其单位劳动力产量较低。它是一个 “小而精”的农

业现代化模式。

在现代化的农业资本投入中，我们还需要清楚地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现代投

入。首先是机械，主要是拖拉机（可以称作“机械资本”），它是促使每个劳动

力能够通过规模化而提高其产量的关键因素。上面已经看到，1970年美国单位

劳动力使用的拖拉机量是日本的45倍（是中国该年的960倍），这是因为美国的

农业现代化模式主要是机械化，其中关键是节省劳动力。它的前提条件是其地多

人少的资源禀赋，即其作为“新大陆”得天独厚的基本国情。但这并不意味“现

代化”必定是这样的规模化。日本反映的则更多是类似于中国的人多地少的基本

国情，所依赖的主要不是节省劳动力的机械，而更多的是下面要分别讨论的尽可

能提高地力，节省化肥。至于中国，其人多地少的起点和日本相似，但进入现

代，则要比日本更加苛刻：如表1所示，1970年中国每个男劳动力耕种的平均面

积才10亩，是日本的一半。时至2013年，中国仍然远没有达到日本在1970年便

已达到的单位男劳动力的平均耕地面积，即30亩，今天中国如果像表1那样不计

算妇女劳动力的话，充其量也只是每个（男）劳动力 15亩。（黄宗智，2010b：

75，122）如果与美国相比，差异当然更加悬殊，其节省土地的激励只会比日本

更加强烈。

第二种现代农业投入是化肥，与机械的性质有所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

地力。另外，它的使用也和劳动力投入有一定的关联：譬如，每茬作物可以比较

粗放地依赖机械或自动化来施种，但也可以更精密地手工施种，或手工配合机械

来施种。它可以仅施肥一次，但也可以施肥两次或三次。同时，不同作物的化肥

需要量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蔬菜所需肥料（化肥）和劳动力都要比粮食高得

多，水果基本同理。（Huang and Gao，2013：48，Figure 5；亦见黄宗智、高

原，2013：图 5）日本 1970年的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是美国的 430%，所反映的

正是节省土地的激励，与美国以节省劳动力为主的模式完全不同。日本按亩使用

化肥量比美国精密，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其高值农作物在所有农作物中所占比例

要比美国高得多。这个道理和中国近年来兴起的高值“新农业”产品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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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普遍使用比粮食要高出甚多的化肥量，而且施肥比较精细，反映的正是“小

而精”，走着与美国“大而粗”的农业现代化不同的道路。它是（非机械）资本

和劳动双密集化的模式。1970年，中国每公顷的化肥投入量已经超过美国，今

天则达到接近日本 1970年的幅度（345千克/公顷——见《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表 3~4、7~1）。（近 30 年来蔬菜的化肥和种子投入与粮食的不同，见

Huang and Gao，2013：48~49；亦见黄宗智、高原，2013：37）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一个人们常常忽视的道理。正如经济史理论家瑞格里

（E. Anthony Wrigley）说明，农业说到底是一种依靠“有机能源”的生产，不同

于使用“无机的矿物能源”（inorganic，mineral-based energy）的现代工业“产

业”。一个劳动力通过使用畜力充其量可以把所投入生产的能源扩大到 8 倍，

但远远达不到一个矿工一年能够挖掘 200 吨煤炭所能产生的能源的幅度。

（Wrigley， 1988：77）这里，我们需要补充说明，其实“地力”——这个来自中

国厚重农学传统的概念和用词——也是主要依靠有机能源的。即便借助机械和化

肥与科学选种，单位土地面积的产能仍然会受到地力的限制，其可能提高的幅度

也比较有限，比不上无机能源可以大幅提高。因此，在给定的人地比例下，农业

生产量的可能扩大幅度比较有限，与无机能源的机械生产十分不同。与工业相

比，农业更严格地受到人地比例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不可能像工业那样大幅突

破其制约。这是农业与工业间的一个基本的差别，但今天经济学界则普遍倾向不

加区别地使用来自“无机能源”机器时代的经济学理论于农业，广泛地把农业当

作一个机器时代的“产业”来理解和分析，以为它可以和机械世界那样几乎无限

度地大规模扩增产量。（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待刊稿，第一卷：三卷本总序）

实际上，人力和地力远远不可与机器时代的以百匹、几百匹马力计算的拖拉

机或汽车相提并论。美国那样的模式，通过使用拖拉机来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虽

然可以克服人力的局限，但并不能克服地力的局限，因为作物生产是生物生产，

最多只能达到几倍的增幅（譬如，用更多肥料，或从一年一茬到两茬、三茬），

和现代使用无机能源的工业十分不同。美国农业之所以能够做到十倍于日本的单

位劳动力产量（以及今天的几百倍于中国的单位劳动力产量——下文还要讨

论），靠的不仅是机械，更主要、更基本的是靠大量土地，多至日本和中国目前

不能想象的每个劳动力耕种面积的土地。没有美国那样的土地相对劳动力资源禀

赋，每个劳动力配合再多的拖拉机也不可能做到美国那样的劳动生产率。（详细

论证见黄宗智，待刊稿，第一卷：三卷本的“总序”）说到底，人地比例资源禀

赋及其约束乃是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以上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两大农业现代化模式是比较突出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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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而中国则比日本还要人口密集，还要极端），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实际经历

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表 1还纳入了速水－拉坦所搜集的欧洲其他几个国家的数

据，按照其土地/劳动力不同比例顺序排列——英格兰、丹麦、法国、德国。显

而易见，那些国家在土地/劳动力的资源禀赋上，是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英

格兰最接近美国，其 19 世纪后期的劳均耕地面积仍然和美国相差无几（但到

1970年，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和人地比例的不同，其劳均耕地面积只是美国的1/

5）。德国要低于英格兰，但是虽然如此，1970年德国的劳均耕地面积仍然是日

本的6倍。显然，与日本和中国相比，欧洲发达国家的人地比例资源禀赋总体上

要宽松得多，基本上仍然是一个相对地多人少的模式。

表1也显示，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方面，与日本相差无几的是印度。印度

在1970年的农业劳均耕地面积是和日本一样的：30亩（2公顷），但印度的农业

现代化进程明显远远滞后于日本，1970年基本未使用机械和化肥（平均2600个

男劳动力仅1台拖拉机），在这方面比中国还要落后（中国该年是每960个男劳动

力1台大、中型拖拉机，或4台小拖拉机）。我在别的著作中已经说明，日本的经

济发展起步较早，而且得益于其人口在18及19世纪已经进入低增长状态，在20

世纪上半期的蓬勃工业化过程中，在拖拉机、化肥和科学选种等现代投入进入农

业的过程中，其农业人口基本稳定，而不是像中国（和印度） 1950到1970年代

那样，现代投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本被人口（由于医疗卫生的进步）

的扩增 （而耕地没有多大扩展的情况下） 和农业的进一步内卷化所销蚀掉。

1952~1978年，中国的农业总产增加了约3倍，但人口增加了2/3，而由于集体制

度下动员的妇女劳动力和农闲时的水利工程等劳动力投入，每亩劳动力的投入其

实增加得更多，达到 3~4倍的幅度。因此，农业劳动力的按日收益长期停滞不

前。（黄宗智，2010b：5；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22~23）

我和彭玉生已经详细论证，中国要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由于“三大历

史性变迁的交汇”——即人口增长率的减低、人们伴随收入增加的食品结构转

型（从8∶1∶1的粮食:蔬菜水果:肉禽鱼逐步转向城市中上收入群以及台湾地区

的4∶3∶3模式）而转入更多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值农业生产以及大规模的

农民进城打工——劳动力对土地的压力才开始得到缓解。农业从低值粮食生产转

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菜果、肉禽鱼生产，从而形成了小而精“新农业”的发

展，推动了中国的（我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其产值在30年中达到之前的6

倍，年增长率约6%，远远超过历史上其他的农业革命[如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革

命，100年中年增长率充其量才0.7%（100年才翻了一番），以及20世纪60和70

年代的“绿色革命”，年增长率才约2%~3%。（黄宗智，2010b：第5章；亦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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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智、彭玉生，2007]。

在同一时期中，印度也经历了性质相同的变化，只是没有中国那么快速。另

外，由于中国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中国没有经历与印度相同程度的农

业劳动力的“无产化”（如今印度农业劳动力的45%是无地雇农，而中国无地的

仅占约3%），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农业现代化进程。（黄

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但在人多地少资源禀赋约束所导致的农业滞后发展

以及“小而精”模式方面则和印度基本相似。

与日本相比，中国也有一定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同样源自中国平均

分配土地的承包制度。日本的无地农业雇工今天已经达到农业劳动力的 20%以

上，而中国则一直维持着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农业模式（仅约 3%）。（黄宗

智、高原、彭玉生，2012：22~23）但是，在“小而精”而不是美国式的“大而

粗”的特征上，则和日本基本相似。最后，与类似于日本的农业变迁历史的韩国

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由于他们的特殊历史条件（更早的农业现代化，虽然是在

日本殖民政策下实施的）以及中国和印度更沉重的人口负担，中国农业也要滞后

几十年。（详见黄宗智，2010b：6~8）

这一切所说明的基本道理是，我们不能混淆使用无机能源的机器时代的工业

产业和前机器时代使用有机能源的农业。后者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地关系以及

人力和地力的自然约束，基本是给定的自然条件，其劳动力既可能是相对稀缺

的，也可能是相对过剩、多余的，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那样假设所有

的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而后通过市场机制而达到最佳配置的。农业的人地关系

基本是给定的自然条件，而不是由市场机制配置来决定的。它对后来的农业现代

化进程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就和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出发前提很不一样。

由于人地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农业经济历史展示的不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所设

想的单一发展模式，而是两种由于人地关系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导致的迥异的发展

模式。当然，机器时代的拖拉机扩大了人力的可能扩增幅度——美国的高度机械

化农业中一个劳动力可以耕种几千亩地便是例证。但是，那样的扩增幅度的前提

条件是地多人少，对于其相反的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绝

对不可以根据现代机器时代的经济学的理论建构而误以为中国农业可以简单通过

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便走上美国模式的道路。事实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

代化道路绝对不是美国地多人少的那种“大而粗”的模式，而是日本率先展示的

人多地少“小而精”的现代化模式。

以上所说的事实和道理说到底其实是个常识性的认识，但是，在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的霸权话语（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12a：61~65；68~70）的支配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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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当普遍地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乃是一门比较“硬”的“科学”，以为

它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专家们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当

然也特别宣扬那样的观点。结果是，在科学话语威势的压抑之下，许多人都以为

经济是不可以用常识性的真实感来评价的，而是必须由专家们来谈论和解释的。

殊不知，所谓的专家们的认识程度，深受不符合实际的抽象形式化理论的主宰，

把经济想象为一种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遵循同样基本逻辑的（工业）经济，普遍忽

视农业的最基本的常识和道理。今天，这种态度和误识影响非常深远，已经存在

于我们的不知不觉之中。它是国人普遍错误地认为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必须是一个

像美国那样的规模化道路的主要原因。

二、美国“模式”的误导

中国之前曾经因为模仿苏联而走错了农业发展的道路。集体化的社队组织，

虽然有其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在社区水利、卫生、教育和社队工业方面），但是

确实遏制了农民的创新性，也掐死了市场动力。在大跃进时期，更受了“越大越

好”的错误信念的影响。在市场化了的今天，中国已经抛弃了之前的过分偏重计

划与管制的认识和做法，但是，却有可能会再一次犯类似的错误，由于过度模仿

某一种模式和过度信赖某一种理论而走上错误的道路，即今天被认为是最“先

进”的美国“模式”及其“普适”的经济“科学”。

前些年国家极力支持“龙头企业”，便是一个例子。那样的政策错以为中国

必须模仿美国的先例，依赖大农业产业公司以及规模化经营来推动中国农业，基

本无视这些年来最重要的、真正的农业经济发展动力，即“小而精”的小规模家

庭新农业。事实上，即便是名义上的大规模农业企业，多采用了和小家庭农场签

订订购协议或合同的操作模式（可以称作“合同农业”contract farming ——见

Zhang，2008、 2013），实质上仍然是以小而精的小规模农场为主要生产单位的

模式。这是因为小家庭农场的自家劳动力至今仍然比雇工经营的劳动力便宜和高

效（下面还要讨论）。实际上，“龙头企业”所提供的更多、更重要的是纵向的加

工和销售方面的链条，而不是横向的简单规模化雇工农业生产。而其关键弱点则

在于把市场收益大多划归商业资本而不是农业生产者 （详细论证见黄宗智，

2012b：94~96；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

在国家政策向“龙头企业”倾斜的偏向中，通过合作社来为“小而精”的农

业提供产加销纵向一体化的另一种可能道路，其实一直都未曾得到适当的支持。

对于合作社，中国政府过去所做的其实要么是过分管制，要么是过分放任，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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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需要的政策则是由政府来引导和投入资源，由农民为自己的利益来参与并主宰

的合作社。这是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业所展示的先例。它们的出发点是日本统

治下基层政府管理农业的制度。其后，在美国影响（或决定性的影响）下，走上

了基层政府通过农民的合作组织而逐步民主化的道路。结果等于是基层政府把其

权力和涉农资源逐步让给由农民为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由此来推动

农协的发展，也推动了农村治理的民主化，最终推动了政治体制整体的民主化。

这是一个由于历史条件的巧合所导致的、具有一定偶然性的结果，但它是中国今

天应该有意识地模仿的模式。笔者已有另文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不再赘述（详细

讨论见黄宗智，待刊，第3卷：第10章；亦见黄宗智，2010a）。

在2013年2月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一号文件要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的号召

下，各地政府纷纷响应，媒体也大做宣传。其中，关键的想法是要克服被认为是

低效的小农场，进行规模化、鼓励土地流转，其中不少人明显是想模仿美国农业

的发展模式。农业部更把“家庭农场”具体定义为经营土地超过 100亩的“大”

农场①，其基本用意是要积极支持这些较大规模的农场，把它们视作是未来的发

展典型。这样的设想背后的主导思想明显是把成规模的农场看作是中国农业发展

的必然道路，无视中国农业“小而精”的基本逻辑。和之前的向“龙头企业”倾

斜的思路一致，是想借助这样的规模化农场来拉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其背后所

想象的图景则是美国模式。因此，其所选用的“家庭农场”口号也是来自美国农

业的修辞，而不是中国自身的小农经济。

这里，我们首先要说明，美国的农业其实不是这种所谓的“家庭农场”口号

所虚构的那么一回事。它之前确实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农场，即主要依赖自

家劳动力的农场，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早就被大规模的依赖机械资本和雇佣劳

动力的企业型农场所取代。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美国农业总产值的一半是由

其最大的 2%的农场所生产的，73%是由占据所有农场的 9%的平均 10000 亩的

“大农场”所生产的。② （USDA，2005：图 3、图 5） 美国总数 200万个农场共

雇佣60万~80万（具有美国公民或长期居留身份的）农业雇工，另有100万~200

万是来自墨西哥和其他地区的外来移民工（migrant worker）的农业短工或季节

工。（Rodriguez，2011；亦见National center for Farmworker Health，2013）

美国的文化和历史确实深深地认同于“家庭农场”，把他们视为美国“国

① 也有试图更精确地把一年一茬地区的规模地定义为100亩，一年两茬的定义为50亩。（《农业部：

家庭农场认定标准扶持政策制度工作启动》，2013）

② 这里对“大农场”的定义是，年总销售量超过25万美元（150万人民币），其（2003年的）平均经

营规模是一万亩（1676英亩）。（USDA，2005：11，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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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national character）的一个主要代表和象征，但在实际的经济历史中，“家

庭农场”在农业中的主导地位其实早已被大规模的企业农场所取代。今天，“家

庭农场”在美国是虚构多于实际，文化幻想多于经济实际的象征。广为中国国内

最近的讨论所引用的 2012 年 7/8 月期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发表以

《家庭农场的胜利》为标题的文章，所引用的孤例“家庭农场”其实是一个拥有

33600亩（5600英亩）耕地的、极其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农场。它有三名全职

劳动力，一个是农场主——经营者本人，两个是全职职工，另外雇用临时的季节

性短工，是个十足的高度资本化、机械化、自动化的农业公司，其实完全不应视

作为“家庭农场”。（Freeland，2012）

但在美国农业部的统计口径中，对“家庭农场”（“family farm”）所采

用的定义只是经营者及其家人 （血亲或姻亲） 拥有农场一半以上的所有权。

（USDA，2013：47）。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个充满误导性的定义。对国内以及

国际上大多数的农业研究者来说，一般对家庭农场的定义则是，主要依赖自家劳

动力的农场。即便是在新近打出的“家庭农场”口号下，在中国农业部的调查中

的定义仍然是主要依赖自家劳动力的才可以称为“家庭农场”。（《农业部：家庭

农场认定标准扶持政策制度工作启动》，2013）按照如此的定义，美国大部分的

所谓“家庭农场”已经不是家庭农场，最多只能称作“部分产权属家庭所有的企

业型农场”。美国农业部的研究宣称今天仍然有96%的美国农场是家庭农场，所

用的是以上这个定义而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定义。（USDA，2013：47）这本身

就说明美国农业模式是不适用于中国的。

两国所谓的“大”农场，其实根本不是同一回事。上面已经提到美国农场的

经营面积与中国截然不同。美国农业部定义的“大农场”的平均面积是 1676英

亩（一万亩）（USDA，2005：11，表3），而中国农业部定义的大家庭农场才100

亩。两者对规模的不同想法和演变可以以美国所使用的农业机械为例：美国

1970年所使用的耕地和播种机，一天可以种243亩地（40英亩），到2005年，其

所广泛使用的机械一天可以耕种2550亩（420英亩），到2010年，更达到5736亩

（945英亩），是 1970年机械的 24倍。其最新、最大的农业机械价格可以达到 50

万美元一台。同年，收割机的效率/功能也达到1970年的12倍。（USDA，2013：

23；Freeland，2012）

美国的规模化大农场的基本模式是谷物种植的大农场。2007年，“大田作

物”（“field crops”——在谷物之外还包括棉花、干草、烟叶等）仍然占据美国

总播种面积（“收割面积”harvested acres）的 96.4%。（USDA，2013：11，表

1）这个事实与其农业基本特征紧密相关：正因为其土地资源（相对农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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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特别丰富，其农业的现代化主要体现于通过机械的使用而规模化，而最适合

机械化的农业是“大而粗”的大田谷物种植，它可以依赖上述的大拖拉机、播种

机、联合收割机、自动化的浇水和施肥以及农药化的除草，其中的关键经济逻辑

是凭借机械和农药来节省（相对）昂贵的劳动力，尽可能多地使用机械和农药，

尽可能少地使用劳动力。这正是上述《大西洋月刊》所引“典型”的模式。其中

秘诀正是美国新大陆“得天独厚”的土地资源。这样的模式占其农业的绝大部

分，来源正是以上叙述的“大而粗”的农业现代化主导模式。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农业全是谷物农业。它还有剩下的 3.6%耕地用于种

植高值农作物（high-value crops）：主要是蔬菜、瓜果、木本坚果（tree nuts）、

花卉。这些可以说是美国的（相对）“小而精”农业。它们是相对劳动密集（也

是非机械、资本密集）的农业。这部分的农业不能主要依赖机械，它必须使用一

定比例的手工劳动，用来收割、摘果、浇水、施肥、施药。对劳动力相对稀缺

（昂贵）的美国来说，它自身无法提供、满足这样的劳动力需求。这就是美国每

年雇用100万~200万外来季节工和移民工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较高比例的所谓

“非法”移民。

美国移民政策长期纠结于非法移民的禁而不止问题。历史上，加利福尼亚州

所依赖的廉价外国劳工，先是 19 世纪的中国劳工，而后是 20 世纪初期的日本

人，最终是墨西哥人，包括高比例的所谓“非法”移民。一方面，有不少美国人

反对允许非法入境，觉得会不利于美国公民的就业；另一方面，农业企业（和建

筑业）需要廉价劳动力来支撑。所以，无论其政策表述如何，在实践层面上，对

非法入境的控制时松时紧。“非法”劳动力的广泛使用其实早已成为美国农业

（和建筑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间关键是实际需要，尤其是劳动比较密集

的高值农业。（Chan 1986；亦见 Huang，1990：66）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2007 年用地 3.6%的高值农业所生产的产值已经占到美国农业总产值的 36.8%。

（USDA，2013：11，表1）

这些高值农产品的产值是其所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的10倍，虽然如此，它

所占耕种面积比例仅 3.6%。这个事实本身便说明美国土地资源丰富的特征：它

的农业结构不是由节省土地的考虑而是由节省劳动力的考虑来主宰的。也就是

说，它最关心的不是单位土地产量的最大化而是单位劳动力产量的最大化。大田

作物的单位面积产值虽然要比其播种面积所占比例少一半（63.2%相对 96.4%），

它仍然是美国农业的主要形式，所占耕种面积是高值农产品所占面积的 27倍。

相比之下，中国的谷物种植面积所占比例今天已经减缩到总播种面积的56%。谷

物的产值只是农业总产值的约15%，而非谷物的高值农产品已经占到85%。（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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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智、高原，2014：表2）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的主导逻辑和美国正好相反：是

单位土地产量的最大化，而不是单位劳动力产量的最大化。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

农业现代化道路。

美国的谷物生产主要依赖机械的“大而粗”的农业，其少量的高值农作物生

产则是主要依赖廉价移民工的相对“小而精”的生产。在后者之中，即便是小规

模的（主要依赖自己劳动力的）真正意义的家庭农场，一般也会雇佣季节性移民

雇工。规模越大，雇工越多（但这方面没有系统的数据，因为雇佣“非法”移民

是一种介于法律灰色地带的行为，不容易统计）。根据在册的正式记录，高值农

产品中的“小农场”（300亩以下）雇佣的劳动力在其投入总劳动力中占比例较

低（7%~24%），而600亩以上的则雇工较多，达到（在册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另加季节性临时工。至于谷物农场，即便是规模化的大农场，其在册雇佣劳动力

也才 20% （小麦） 到 36% （大豆），另加季节性临时工。（USDA，2013：18、

19，表6、表7）

对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来说，美国的这两种农业代表的模式其实都不适用。

美国谷物种植的丰富土地资源和用机械资本完全地替代劳动力，是不可模仿的。

其高值农产品所依赖的外国移民和非法劳动力也是不可模仿的。中国农业没有如

此丰富的土地资源，也没有如此廉价的来自外国的劳动力。中国的家庭农场可以

雇佣一些本地和外地（而不是外国）来的较廉价短工，但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使用

和本国公民工资差别那么悬殊的劳动力，也不可能雇佣到几乎和本国农业从业人

员同等数量的外国雇工。所以，美国模式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

即便是今天已经达到高度机械化的中国大田农业，其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仍

然和美国的大田农业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机械化局限于替代比较昂贵的主劳动

力的工作环节，没有进入比较廉价的（可以利用家庭）辅助劳动力的生产环节，

其实和上述美国的真正企业化、完全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农场仍然很不一样。其

实，即便是中国的机械化大田农业，今天在管理方面仍然主要依赖手工操作，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农业。

许多国人对模仿美国模式的误解和幻想，其依据不是美国实际的农业历史和

现实，而更多的是被误解的经济学理论。不少人以为在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下，

经济会达到最优规模，具体体现于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公司和农场，由此得出

中国政府政策必须向“龙头企业”和成规模的“大”家庭农场倾斜的结论。有

的则更将其与农场规模化和确立私有产权，推动更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挂钩连

接。说到底，其所想模仿的是想象中的美国模式，并错误地把这种图像描述为

“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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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需要国家提供扶持的关键农业主体，其实是不可能成为美国式的千、万

亩以上的大规模公司和大规模企业型“家庭农场”，而首先是中国式的，目前才

是几亩到十几、数十亩的“小而精”的、真正的（主要依赖自家劳动力）家庭农

场。在高附加值的新农业——如拱棚/温室蔬菜、水果、秸秆养殖——生产中，

从几亩地到十几亩地（主要依赖自家劳动力的农场）已经是适度的规模，也是近

30年来的“隐性农业革命”的生产主体。此外，在低附加值的粮食种植中，则

几十到上百亩地的半机械化－自动化、半家庭劳动力的农场已经是适度的规模。

今天如此，在不久的未来也将如此。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适度规模”和“规模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适

度规模”主要是针对中国在“人多地少”基本国情下的农业“过密化”和农民就

业不足，其所指向的是 “去过密化”（即不是递减的）收益以及农民的充分就

业。这样的“适度规模”绝对不是“规模化”概念下的“越大越好”，而是实事

求是，根据不同客观条件，针对不同生产需要的不同最佳、最适度规模。这点下

面将进一步用实例来说明。

三 、实际案例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表之后，各地涌现出不少关于所谓的“家庭农场”

的调查报告。目前我们固然尚未能掌握全面的、系统的信息，但根据已经发表的

一些比较扎实的实例，其中的经济逻辑已经相当清楚。以下是一个初步的讨论。

首先，根据媒体的相关报道，此次中央一号文件的发表与去年由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带头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改委、

农业部等18个部委参与）、于2012年7月在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的试点和调查研

究直接相关。根据报道，试点和调查的重点是在粮食（水稻+小麦）生产，基本

设想是要突破小规模生产进入规模化生产，认为后者既会提高土地产量也会提高

劳动力收益。同时，也非常明确地说明“家庭农场”乃是个舶来词，被借用来突

出此番试点和调查背后的设想。对其中不少成员来说，其背后的图像无疑是美国

模式。（《上海郊区的家庭农场》，2012）

但是，根据报道本身所举的实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这些百亩以上

被称作“大”的“家庭农场”的单位面积净收益和产量都要低于小农场。最明显

的是松江调查所举的主要实例：即承包、转入200亩土地来种水稻的李春华。李

春华所种水稻，除了其与小规模家庭农场基本一致的支出之外（肥料、农药、种

子、灌溉等），还需要负担土地转让费（约700元/亩）和雇工费（250元/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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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每亩水稻的净收益才184元，明显是个远低于不需要付租金和雇工费的小

规模家庭农场的数字（下面还要讨论）。此外，李春华从稻田的 1/3面积上复种

（作为越冬作物的）的小麦获得200元的净收入（但小农场也种越冬作物）。在两

茬作物之外，他更获得 450~500元的各级财政补贴，借此达到 1000元/亩的净收

入。（据报道，“2011年，松江区各级政府提供的农业补贴约2607万元，来自中

央财政、上海市财政和松江区财政分别占 14%、40%和 46%，而根据调研组对

100个家庭农场的数据分析，户均获得补贴56746元，亩均补贴498元”。——同

上）也就是说，李春华的主要收益其实不是来自其经营模式的经济优越性，而很

大程度是来自政府的补贴。

至于单位面积产量，该报道没有明确地与小规模农场作比较，但我们可以从

别的地方的调查看到，其实这些规模化的“大”农场，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小农场

同等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的情况是低于小农场。

贺雪峰在安徽平镇的实地调查说明的首先是与上海松江区同样的情况：企业

型农场和“大”家庭农场的亩均净收入要远低于小规模的“中农”家庭农场，亩

均净收入分别为315元、520元、1270元。其间关键的差别在于大型农场必须支

付土地租金（土地转让费，而种自家承包地的小家庭农场则大多不用）和雇工费

用。在雇工费用方面，企业型的农场除了一般的（主劳动力）雇工费（90 元/

亩），还要支付代管费（监督费）（80元/亩）；“大”家庭农场则只需支付（辅助

劳动力）雇工费（50元/亩），而小规模的“中农”（真正意义的）家庭农场则基

本依赖自家的劳动力，没有雇工支出。（贺雪峰，2013a：表3、4、5）因此，小

农场的按亩净收益要高出大型农场甚多。

至于单位（耕地）面积产量，企业型农场总产（水稻+小麦）是 550千克，

“大”的家庭农场是800千克，小的中农家庭农场则是900千克。显然，大面积的

管理比较粗放，小的则比较精细。因此，小农场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同上）

这是与上面讨论的农业现代化两大模式相符的经济逻辑，其实也是常识性的

认识。

但是，农业部种植司司长则对媒体宣称，“家庭农场”使用7.3%的耕地，但

生产的却是全国12.7%的粮食。他要强调的是，规模化生产要远比小规模生产高

效，无论从单位面积产量还是从单位劳动力产量来考虑都如此（《种粮大户和生

产合作社：种了1/10的地，产了1/5多的粮食》，2013）这和我们上面论述的农业

经济历史和逻辑完全相悖，显然是一个来自理论先行的建构，与真实的经验数据

无关。其实，农业部的重要官员如此宣称，正是我们上面论证的“家庭农场”口

号背后的意识形态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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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学者陈义媛在湘南平晚县实地调查得出的实例。地方政府在平湖镇

选定 1800亩地为双季稻示范地。陈文的主要案例易天洋来自该处，他在那里承

包了 200亩（2012年）的土地。我们之前已经知道，早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上海市松江 （当时是县） 曾经大力推广双季稻 （当时的口号是“消灭单季

稻！”），但面对的现实是比较严重的“边际效益报酬递减”——早稻和晚稻需要

与单季稻几乎同等的肥料和劳动力投入，但按日收益（质和量）远不如单季稻，

因此乃是“过密化”的行为。之后，在去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去过密

化”调整，放弃了之前大部分的双季稻种植，强调更适度的劳动力投入。（黄宗

智，2000：224~225、241、245）但如今由于国家要求尽可能提高粮食单位面积

产量，湘南地方政府重新试图推广双季稻。但陈义媛的材料说明，双季稻是划不

来的，而易天洋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两个因素：一是政府的补贴（150元/

亩），一是靠规模化来抵消递减的按亩收益，借此来最大化自己的个人收益。其

代价则是较低的按亩收益，也是较低的按劳动日收益，但这些对易天洋来说并不

重要，因为他关心的只是他个人（自己资本的）收益比常人要高。2011年，易某

经营 131 亩，每亩收益仅 545 元，和贺雪峰在安徽调查的大型家庭农场基本一

样，远少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但他个人年净收益是6万元，高于小规模的家庭

农场主。陈义媛的第二个案例易龙舟和易天洋基本相似，只是规模更大，达到

270亩，因此其个人收益也更大。（陈义媛，2013：142~143）

这两个案例展示的是规模化“家庭农场”的真正含义。这不是经济学中的

“资源最佳配置”，而是通过政府行为扭曲了经济逻辑的资源配置。陈义媛指出，

这个政府“举措的直接后果是排挤了只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农户”。（陈义媛，

2013：143）贺雪峰更形象地把那样的后果称为“政府支持大户打败小户”。（贺

雪峰，2013b）这是只对资本拥有者才有好处的行为。对适度结合土地和劳动力

使用，和（人多地少的中国的）农业总体布局来说，乃是不经济的行为。

本文提倡的适度规模经济，在大田农业中，其实已经展示于近年来兴起的中

农小规模家庭农场。他们相当于过去（土地改革后）所产生的（自耕农）中农。

今天，他们有不少像规模化的农场一样采用机耕、播、收（但不是用自家所有的

机械，而是雇用机械服务），再辅之以（比较廉价、精密的）自家管理，包括施

肥、浇水、施药、除草等。像这样的农场，如果达到20~50亩的规模，其实已经

达到了自家劳动力的充分使用，乃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最能够高效使用土地、

最能够为农业从业者提供充分就业和“小康”收入的真正意义的家庭农场。在笔

者 2012年组织的《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专辑讨论中，已经有相当详细的经

验和理论论证。（黄宗智编，2012）这些中农农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相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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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农场，也是相当高收入的农场。虽然，与美国的大规模家庭农场相比，

还只是部分机械化－自动化的农场，远远没有达到美国那样的程度。它们是一种

结合“大而粗”机耕机播机收和“小而精”管理来生产的农场，在管理方面一定

意义上也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生产。伴随农业从业人员近十年来比较快

速地递减，这样的中农，未来完全有可能占到农村农业人员的多数。

这些中农一般也是最关心本村社区事务的阶层，是赖以稳定、重建农村社区

的核心力量。（黄宗智编，2012）笔者认为，国家应该积极扶持这样的农场，应

该更积极地通过鼓励、扶持农业合作社来为这样的农场提供更好的产－加－销纵

向一体化服务，让他们可以占到更高比例的市场收益，并为这样的农场提供融

资、贷款的渠道，让更多的农民可以成为“小康”的中农。从更长远的眼光来

看，国家更应该鼓励他们进入更高产值的、同样是“小而精”的绿色农业经营。

那样的方向才是中国广大农村人民的最佳发展出路。

至于在高值的新农业领域，全国也早已自发兴起了大量的适度规模农场。上

述 2012年的专题讨论中有一定的具体案例。这里，我们可以河北邯郸市永年县

的蔬菜种植为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报道（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政府赴该地

学习）在名义上似乎是为了响应中央打出的美国式大规模家庭农场的口号而提出

的，但其所指向的实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如报告指出，该地从20世纪80年

代开始，至今已经形成了15万亩的大蒜和80万亩的“设施蔬菜”种植基地，但

其种植主体不是“大”农场而是中小拱棚蔬菜，亦即用地1~3亩，基本由家庭自

家经营和自家劳动力全就业地操作的适度规模新农业。报告指出，这些拱棚蔬菜

“一是投资小、见效快。拱棚以竹木结构为主，亩成本6000 元左右，一次建造可

使用 3年左右，折合每年每亩使用成本约 2000元，生产亩投入 1500元。二是种

植茬口灵活。一年可种植5~6茬，主要品种有甘蓝、芹菜、西红柿、油麦菜、西

葫芦等 70 多个品种。三是土地利用率高。拱棚建造可以充分利用土地，间距

小，土地利用率在95%以上。四是抗风险能力强。大雾、冰冻天气等灾害天气对

拱棚蔬菜生产影响较小”。（《关于赴河北省永年县学习考察蔬菜产业发展的报

告》，2013）报告所没有特别指出但是十分明显的是，这是中国农村相当高比例

的普通农户所能够做到的经营模式，与新提倡的“大规模”“家庭农场”模式那

样限定于超过100亩规模和掌握一定资本的极少数农民完全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该地也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声誉的“无公害”品牌，具有

“已认证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198个”，而那些产品主要是由农业合作社来提

供产－加－销“纵向一体化”服务的，其中“蔬菜业农民合作社236家，占各类

农民合作社60%以上，控制蔬菜基地达到40%以上”。其“社员不仅能享受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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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的各项技术、销售和信息服务，而且菜价高出一般市场价的 5%～10%”。

（同上）这是一个比较近似于本文论证和提倡的模式，是符合本文所特别强调的

中国国情的模式，也是和农业历史所展示的经济逻辑相符的模式。它是一条能为

大多数务农人员提供走上“小康”之路的模式。

四、对家庭农场理论和实际的误解

2013年被媒体广为宣传的所谓“家庭农场”，其实还带有对家庭农场的历史

实际的深层误解以及对其相关理论的完全曲解。其中一个重要误区是，即便在学

术界，今天依然有不少人把“小农经济”等同于前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并

把小农经济最重要的理论家恰亚诺夫所提出的关于家庭农场的理论视为局限于

前市场化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理论。（这样的意见甚至包括如内汀那样的理

论家——Netting，1993：16、第 10章）根据同样的思路，许多国外研究中国农

业的学者，都用英文“farmer”（即“农场主”，也是美国历史中一贯使用的词）

而不是“peasant”（即小农）来翻译中文的“农民”一词，而中国自身的英文刊

物，也几乎全采用了同样的话语。正如上面所述，许多人认为，适用于中国农业

的是基于工业经济的“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今天的所谓“主流”或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包括认为私有产权是一切的关键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而不是恰

亚诺夫的“小农经济”理论，以为它只适用于不复存在的前商品“自然经济”。

首先，这是对经济历史实际的基本误解。“小农经济”从来就不是自然经

济，而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一个部分商品化、部分自给自足的经济。在具有厚重传

统的国际“农民学”（peasant studies）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和出发点是对“小

农经济”的定义：小农经济是个部分商品化、部分自给自足的经济。（经典的教

科书论述见Wolf，1969）这点在中国非常明显。尤其是在明清时期，通过“棉

花革命”（1350年几乎没有人种植棉花，穿着棉布；1850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

穿着棉布、棉衣）以及桑蚕经济的扩增，中国农业经历了蓬勃的商品化。长江下

游的松江府变成“衣被天下”的棉纺织品主要产区，全国小农普遍参与粮食与棉

布的交换，并且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同时，像太湖盆地那样的蚕桑农业、农户

的缫丝以及城镇的丝绸加工业，为全国的上层阶级提供了其所惯用的衣着商品

（农民则主要穿着布衣）。在粮食中，越来越区分出上层阶级所食用的 “细粮”

（大米和麦粉）和农民所广泛食用的 “粗粮” （小米、玉米、高粱，甚至甘薯来

替代粮食）。前者早已成为高度商品化的、应该称为“经济作物”的粮食。在华

北，细粮和棉花成为其两大“经济作物”。以上列举的商品经济实例是经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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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常识，也是中国20世纪50到80年代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包括国内的“资本

主义萌芽”学术以及国外上两代学术研究所积累的基本知识。唯有完全依赖理论

而忽视历史实际的学者才会存在“小农经济”是“自然经济”的误解。

即便是在理论层面，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有（生产资料自有者的）“小商品

生产”（亦称“简单商品生产”或商品的“简单交换”）的概念，认识到农民的

商品生产以及集市和市镇中的商品交易。20世纪50到80年代中国史学界所采用

的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来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原有的“小商品经济”概

念，借以理解明清中国的经济实际。其实，更有学者用“萌芽论”于唐宋（以日

本“东京学派”内藤虎次郎为主），甚至战国时期（傅筑夫）。诸如此类的学术理

论和经验研究，拙作《明清以来的农业历史》三卷本（特别是第二卷《长江三角

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多有涉及，这里不再赘论。

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的农业经济学，也早已使用市场经济理论来理解、分析

（西方的）“家庭农场”和农业经济，把前现代农业经济看作是一个由市场机制来

配置资源的高效率经济。（Schultz，1964）这样的理论误区在于简单使用基于机

器时代的经济学于农业经济，没有认识到有机能源经济和无机能源经济间的差

别，即不可能大幅扩增人力、地力要素与可以大幅扩增的机械、技术、资本要素

间的差别，因此也没有理解到人地比例对农业所起的决定性影响。但它比较准确

地看到小农经济中的商品和市场经济的现实。

至于实体主义理论家（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形式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

理论）恰亚诺夫，他的出发点是对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部分商品化的“小

农经济”实际的精确掌握，读者只需进入他著作中大量的具体经验论证便立刻会

看到这点。对恰氏来说，小农经济是个在一定程度上商品化了的经济。这个事

实，是不言而喻的。而他之所以采用了把实际中的未曾商品化的部分来作出抽象

化的理论分析，主要是为了展示家庭农场的特殊逻辑。这是高明的理论家所惯用

的方法：抽象出其中部分经验才能够掌握、展示、阐释其所包含的逻辑。而恰氏

特别关心的是，小农经济所包含的与资本主义生产单位在组织上的不同逻辑。

首先，他说明，一个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它的

经济决策会同时取决于这两个方面；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单位则不然，它只是一个

生产单位，其员工自身消费的需求不会影响到企业的经济决策。这是个关键的不

同。（Chayanov，1986[1925]：1~28）恰亚诺夫虽然没有将“人多地少”的小农

经济作为他研究关注的核心，但他仍然极具洞察力地指出，一个家庭农场，如果

没有适度面积（相对其劳动力而言）的土地，会在报酬递减的条件下在现有的土

地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来借以满足自家消费的需求。而一个资本主义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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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则不会这样做，一旦其边际劳动成本变得高于其边际收益，便会停止投入

更多的劳动力（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因为那样是会亏本的。而家庭农场则不

同，它必须满足其自家的消费需要。（Chayanov，1986：118）同时，正因为它投

入的是自家的劳动力而不是雇用的劳动力，他不会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单位那样

计算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成本和收益，而会主要关注其最终收成是否能够满足其

家庭消费需要。基于此，恰氏构建了其著名的消费满足度和劳动辛勤度之间的均

衡理论，来突出这种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决策和行为。（Chayanov，1986：82~

84） 其目的不是要说小农家庭农场完全遵循如此的逻辑，而是要说明这样的逻

辑在小农经济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此外，恰氏还系统分析了一个家庭农场在什么样的经济情况和刺激下，才会

进入手工业生产（包括其出卖的部分）来辅助其种植生产（同上：第三章），什

么样的情况和逻辑下会投入更多的“资本”（即肥料、畜力等）来提高其生产和

收益（同上：第五章）。恰氏要证明的是，这些决策都有异于一个资本主义的生

产单位，它会受到其特殊的“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也是一个消费单位的组织

结构的影响，即既考虑到其收益，也考虑到其消费需要，不会考虑到雇用的劳动

成本而会从使用自家已经给定的家庭劳动力来决定其经济抉择。这一切绝对不是

说家庭农场是自然经济与市场不搭界，与收益考虑不搭界，而是要指出，家庭作

为一个经济决策单位是与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单位有一定的不同的。

恰氏确实反对资本主义的纯粹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经营的基本逻辑。他确实

认为那样的经济组织是不人道的。但他绝不因此而拒绝市场，拒绝盈利。他最终

打出的设想是通过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社来提供从农业生产到农产品加工到

销售（即他之所谓“纵向一体化”）的服务，为的不是资本的盈利，而是为了把

从市场所获得的收益，更公平地分配给小农家庭而不只是拥有资本的公司或资本

家。（同上：第七章，263~269）但这绝对不是因为他认为小农经济是没有商品经

济、没有交换和交易的“自然经济”。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经济理论家，

如果他真的把当时的小农经济视为一个非商品的“自然经济”，这就意味着是对

事实情况的完全忽视和误解。恰氏绝对不会那么想。

恰氏的最关键贡献其实在于他的理论特别适用于理解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经

济，更甚于他自己最关注的相对地广人稀的俄国及其小农经济。拙作“三卷本”

已经详细论证，由人口压力所推动的“内卷型商品化”（为了消费所需而从相对

稳定但低收益的粮食，改种更高总收益但更高风险的商品化棉花和蚕桑，并加入

棉纺织以及缫丝的手工业生产，伴之而来的是单位劳动日收益的递减，但是单位

土地收益的扩增）。（黄宗智，待刊：第二卷；黄宗智，2000[1992、2006]）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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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消费需要的压力下，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具有特殊的坚韧性和经济性：它可

以高效、廉价地结合两种不同的生计，像依赖两柄拐杖那样来同时从两种生计来

解决自己的消费所需——在明清时代是种植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今天则是农业与

外出打工的结合。（黄宗智，2011）这些是对高度商品化和半无产化的小农经济

的认识，绝对不是把“小农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的认识。当然，中国农民

半无产化地分出部分家庭人员进城打工的经验实际，是恰亚诺夫在 20世纪初所

不可能清晰认识到的。

以上的分析是对恰氏理论的延伸和补充，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中国历史实

际而对他理论的修正。但他聚焦于家庭作为特殊经济组织的洞见和启发乃是以上

的分析的出发点。

简言之，把恰氏视作简单的“自然经济”理论家是对恰氏著作的误解，也是

陷进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及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共同误区：即

认为人类的经济只可能是单线地通过商品化而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演变，

从前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演变。这是拙作第二卷《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

发展》立论的主要对手。当然，和古典与新古典（形式主义）经济学理论家们不

同，马克思和列宁是在这个基本认识的出发点上，提倡社会主义工人革命的，在

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单线演变之上，加上了必然会更进一步向无产阶级革命

和社会主义演变的信念和理论。但在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线性历史发展观

上，马克思－列宁和新自由主义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恰氏追求的则是另一种可

能的道路，一种他认为是更平等、人道和民主的理念。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被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敌视，并被自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所

杀害。

面对今天中国（男、女）劳均仍然才10亩的现实，恰氏的理论给予我们多

重的启发。首先，他的思路的延伸可以为我们说明人多地少压力下家庭农场的特

征，也可以为我们说明为什么家庭劳动力今天仍然比雇佣劳动力来得高效和便

宜，为什么即便是今天的大型农业企业公司仍然宁愿与（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农

场组织“合同农业”而不是采用传统资本主义的雇佣方式。他开启的思路的延伸

更可以说明，为什么由主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组成的家庭生产单位特别适用于需

要不定时而又繁杂的劳动投入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小规模新农业农场，

为什么那样的生产组织是高效的、合理的。他开启的思路的延伸更可以说明为什

么基于如此生产单位的农业，今天最需要的不是横向的规模化和雇佣化，而是纵

向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的“纵向一体化”服务。后者正是今天的政府最需要配合

农民自愿参与和主宰所做的工作，而不是再次在过度简单化的管制型集体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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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型资本主义生产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过去集体化的错误并不意味着今

天一定要走到纯粹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经济的极端。鉴于中国的国情，“小而精”

的（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农场，配合政府引导和支持农民为自身利益而投入和控

制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合作，才是未来的最好出路。（详细讨论见黄宗

智，待刊：第三卷、尤见第十章；亦见黄宗智，2010b）

新近提出不符实际的规模化 “大家庭农场”的口号，其实和以上叙述的小

农经济学术传统完全脱节，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化了的设想，也是一个美国

化了的修辞。它更是一种误解了的美国模式的设想，打出的是一个以机械化、规

模化为主的美国式农业发展设想，而又错误地把它表述为所谓的“家庭农场”。

同时，它也忽略了农民学、小农经济学和理论以及中国经济历史实际和中国近三

十年来的（隐性）农业经济革命的实际。说到底，它是一个没有历史和实践根据

的凭空设想。

今天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对“三农”实际和问题的理解，而不是再度受到理

论空想主宰的不符实际的设想和决策。我们需要的是面对实际、真正考虑中国农

村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决策。首先需要的是对中国“人多地少”和其相应的“小

而精”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事求是的认识。从那样的实际出发，才是符合中国国

情的道路。从“小而精”真正意义的家庭农场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建立真正适合

中国的、真正“适度规模”的、真正的家庭农场。如此的方向才是最能够为中国

农村提供充分就业机会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农业，更是可以赖以重建中

国农村社区的道路。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它更可能是一条自然走向同样是“小而

精”的“绿色农业”的道路，能够为人民提供健康食物的道路。这是一条与美国

农业模式的工业化、全盘资本主义化以及威胁到全世界食品安全的农业截然不同

的道路。

附录：表1中国数据的计算方法和出处
A．1880年数据

每个男劳动力耕种面积：1880年人口和耕种面积数字取自珀金斯《中国农

业的发展，1368~1968 年》 的 1873 年和 1893 年数字的平均。（Perkins，1969：

16） 从人口数字转换为男劳动力数字用的是 1952 年的比例。（《中国统计年

鉴》，1983：103、122）

每公顷产量：用的是珀金斯1853年谷物亩产量的数字，与其1933年的数字

基本一致（121.5千克/亩和121千克/亩）。

每个男劳动力产量：用的是简单的每个男劳动力耕种面积乘以每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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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70年数据

每个男劳动力耕种面积：该年总耕种面积除以该年总农业劳动者数之半。耕

地面积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8》，转引自中国咨讯行；农业

劳动者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122。

每公顷 （耕种面积） 产量 （1吨小麦等量）：中国的产量数据主要是播种面

积的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1989：148~155页。该年

稻谷面积约为玉米面积的2倍，小麦（主要是越冬作物）播种面积则约为稻谷与

玉米面积总和的一半。折算为粮食 （这里算是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

耕种面积产量的估算方法是按照耕地的前茬2/3种稻谷，1/3种玉米，后茬1/2

种小麦来估算的：[2×（稻谷亩产量+小麦亩产量/2）+（玉米亩产量+小麦亩产

量/2）]÷3，得出粮食每耕种亩大约产量。

每个男劳动力产量：集体制度下中国妇女投入劳动要高于其他国家，但这里

没有估算妇女劳动力，只算男劳动力。

每公顷用化肥量（千克）：化肥总施用量数字来自《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1949~1986》，1989：340。耕种面积数字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

2008》。

每台拖拉机相对男劳动力数量：拖拉机总数来自《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1949~1986》，1989：304，用大中型拖拉机数+小型拖拉机数/4。男劳动力数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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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Family Farms”” the Way to Develop Chinese Agriculture?

Philip C. C. Huang

Abstract：：Early in 2013 China’s Party Central sounded the call for developing so-called

“family farms”. A great deal of discussion ensued， in which the dominant view has been to

call for developing scale economies in“family farming”through greatly increased transfers of

land，in the belief that large-scale farms would help raise both labor and land productivity. The

slogan used，“family farms,”is borrowed from American rhetoric and reflects the way American

agriculture is mistakenly imagined by many people.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such a vision

runs counter to the logic shown by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It mistakenly tries to force China’s reality of“lots of people and little land” into an

American model predicated on its opposite of“lots of land and few people”，and it mistakenly

tries to apply economic concepts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machine age to agriculture. The vision/

policy is also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itie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agricul-

ture，which has long since come to be dominated by agribusiness. The determinative logic in

America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as been to economize on labor，in contrast to the path of

modernizing development that has already taken hold in practice in Chinese agriculture of the

past 30 years，in which the dominant logic has been to save on land，not labor，in what I term

“labor and capital dual intensifying”“small and fine” agriculture. The American“bi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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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rse”“model”is in reality utterly inappropriate for Chinese agriculture. It also runs counter

to the insights of the deep and weighty tradition of scholarship and theorizing about genuine

peasant family farming. The correct path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the appropri-

ately scaled，“small and fine”genuine family farms that have already arisen quite widely in

the past 30 years.

Key words：： man- land relation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merican “big and

coarse” agricultural model， Chinese “small and fine” agricultural model， appropriate

scale，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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